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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

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

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

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

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

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

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

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

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

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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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爱弥尔·涂尔干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时，这
个世界依然还处于战争之中，美国加入了进来，甚至遥远的中国也宣战
了。在离世前的几天，涂尔干在给他的外甥马塞尔·莫斯的信中说：
“我陷入怀疑之中。我不是一个好学者，但我会继续下去……此时此
刻，生不如死！”（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２０１３：７２１）
整个世界裂解了。现代造就的一切文明手段，都被用在了战场上。

而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最残酷的莫过于他的亲人们因战争而死。
仅从大战伊始到第二年，涂尔干亲手带大的弟子，也是《年鉴》学派的中
坚，Ｍａｘｉｍｅ　Ｄａｖｉｄ、Ａｎｔｏｉｎｅ　Ｂｉａｎｃｏｎｉ、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éｇｕｙ、Ｊｅａｎ　Ｒｅｙｎ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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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Ｈｅｒｔｚ一个接一个地牺牲在战场上。到了１９１５年１２月，涂尔
干最心爱的儿子安德烈（Ａｎｄｒé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在比利时前线阵亡。
涂尔干是在两个月后才得知这样的噩耗的。此前，他已预感到了

不妙：“时间过得太慢，恐惧已太久……周围含混不明的一切，无法解脱
我的恐惧，怎能让我不忧心忡忡”（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２０１３：６９７）。此时他还在
坚持他的教学和研究事业，却内心悲凉。他在给莫斯的信中说：“人只
有承受，才能活着，生命必将获胜！这是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心中
毕竟还有其他的力量存在。”（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２０１３：６９７）安德烈是涂尔干最
爱的孩子，聪颖、勤奋也懂事，父亲倾心培养了他，正要加入《年鉴》学派
的行列。子承父业，是父子二人最大的心愿，也是两人间身体与灵魂的
双重纽带，而如今，一切戛然而止。
然而，涂尔干心中的那种“其他的力量”并未因此泯灭。就在１９１６

年初的一次由 Ｍａｎｕｅ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　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ａｉｒｅ组织的研讨会
上，面对来自法国各地的小学教师，涂尔干做了题为《法兰西的伟大道
德》的演讲。他说：“战争前夕，法国的公共生活依然是混乱的、平庸的，
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沉重的负担。而这场战争，反而引发了英雄主义
的高涨，唤起了我们毫不迟疑的力量，我们只有面对危险，才能去完成
伟大的事业……我们要想不再落入过去的窠臼，就必须把所有人的意
志引向一个目标，危机的时代如此，常规的时代也要如此，从而超越所
有的宗教象征和党派纲领。”“这个目标，就是伟大的法兰西道德，这是
我们每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义务！”（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６］１９７９：

１５８－１６１）
这是在现代欧洲遭遇最惨痛的危机时刻，涂尔干流露出的心声。

他屡经欧洲文明的动荡和苦难，这场战争恐怕是最为深重的一次。然
而，他的儿子和弟子们分赴前线以致献出生命，恰恰说明他的志业决不
仅仅是在书斋和讲台上，而是与他的祖国和家园紧紧联系在一起，以个
人的生命代价谋求更大的生命价值，去维续伟大的法兰西道德。他所
要塑造的这种道德，承担着对于这个国家乃至人类的义务，如今却遭到
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戕害。
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既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也是

经历着各种深刻危机之时，灿烂与阴霾始终相伴而生，似乎发展程度愈
高，毁灭性就愈大。正是在那个时代的当口，各种舆论、学说和主义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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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出笼，人民大众时刻准备揭竿造反，主权国家之间则始终相互觊觎和
防范，进而掠夺对抗。巴黎公社的革命发生在涂尔干１３岁那年，而他

５９岁去世的时候，一次大战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协约国的阵营增
加到２７个国家；那一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世界历
史的图景又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换。
在此，我们纪念涂尔干，不仅仅是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要追

忆和拣选那段现代历史的轨迹，去理解和体味涂尔干所代表的思想家
们，通过思考的努力而化解时代之困顿、开辟文明之未来的建设工作。
西方的现代历程不只是我们曾经以为并加以效仿的榜样，同时也处处
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险。同样，中国的现代历程也走得曲折、艰辛，
总是企图在现代性的压力下不断清算文明传统，造就出一个全新的世
界来。现代性这副为了自我保全却必须舍我其谁的面孔，虽说激发出
了无限的活力，却也踩探着无尽的深渊。涂尔干所要揭示的，恰恰就是
现代性的这种背反之处。

二、危机

１９世纪中叶，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欧洲换了一幅景象。机器运
转的速度加快了，城乡间的流动加快了，雇佣阶级的集聚加快了，资本
的再生产加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不满情绪的累积加快了，心理上的
压抑加快了，竞争加快了，冲突的频率加快了……政治斗争也前所未有
地错综复杂起来。比涂尔干早半个世纪的托克维尔在其最后的岁月给
友人的信中说：他的国家“难以忍受地令人生厌”，“为了股票上涨和工
业事务上的成功，这种政体在暗地里操纵最重大的事务”（托克维尔，

２０１０：２６２－２６９）。十年前，在为１８４８年革命所写的《回忆录》中，托克
维尔也曾说：

中产阶级的独特思想成为统治的普遍精神，既主导对外
政策又支配国内事务，这种思想活跃而灵巧，常有不道德之
嫌，通常有条不紊，有时却因虚荣和自私而流于轻率；优柔寡
断、温和中庸，但讲究享受。这种精神与平民或贵族精神相结
合，可以产生奇迹，但单凭这种精神却只能导致一种既无德性
又无威严的统治。……中产阶级，也称为统治阶级，由于只着
眼于自己的权力，而且很快又囿于自己的私利……（托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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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２００５：４６－４７）
他还说到：
必须在各党派和他们所处的漩涡中长期生活过，才能理

解人们相互推挤而偏离各自的目标的行径已经发展到了何种

程度，世界的命运受到创造它的人们的影响是多么大，但却常
常与人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宛如一只风筝，在风力和引线相互
抗衡下艰难飞翔。（托克维尔，２００５：６４）
旧时的温情不再，资本固然会随着机器的齿轮飞奔向前，却也会拖

着自我保存的庸俗的影子。到了涂尔干的年代，这种情况就更为加剧
了。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二版序言中说：“迄今为止，这种混乱
状况从来没有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有人断言，我们的社会在本
质上已经在向工业社会发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正是道德沦
丧的根源。正因为经济事务主宰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
把整个精力都投入在了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经济原则的匮乏，
不能不影响到经济领域之外的各个领域，同样，公民道德也随之世风日
下了。”（涂尔干，２０００：１５－１６）
涂尔干讲得很清楚：工业社会的病灶就是失范（ａｎｏｍｉｅ）。其表现

有以下几个方面：（１）各阶层相互倾轧侵占，传统的伦理规范消解；（２）
无规范即无尺度、无界限，法律的治理让位给公众意见（舆论）；（３）强力
法则至上，到处是对抗和防范机制，赢者通吃；（４）个体上自由泛滥，政
治上党派纷争；（５）世俗化进程加快，人们既无敬畏感，也无归属感。而
失范的病理却有着现代性内生的根源，这与现代人对于个体、家庭、社
会、宗教乃至政治形态的基本构想和构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需要从
思想上作一番总体的清算。
第一个问题，是个人主义的问题。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主义中

的极端自我化、个人化和平等化，是需要检讨的。《自杀论》是一部典范
作品，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诸多面向。有关自杀现象的统计分析直
接表明，现代社会中所有倾向于割裂传统形态的生命处境，自杀的可能
性都很大，生存系数都很低。首先，在自我主义自杀类型的分析中，与天
主教、东正教和混合（新教＋天主教）国家相比，或者在不同教徒分布的
不同地区中，新教教徒的自杀率都是最高的。究其原因，“新教更多是自
己信念的始祖”，“强调个人主义性质”，“没有垄断教义和圣训的特权”。

·５·

追寻神圣社会



“自由探求的精神”往往带有“推翻传统的信念”，因此，“新教的自杀倾向
必定同使这一宗教充满活力的自由精神有关系”（杜尔凯姆，１９８８：１１４）。

一个宗教团体对个人判断做出的让步越大，它主宰生活
的力量越小，它的整合力和生命力就越弱。我们因此得出结
论，新教自杀之所以较多，是由于它不像天主教结合得那样紧
密。（杜尔凯姆，１９８８：１１５）
再具体地说，在新教国家中，英国自杀最少，那是因为英国在教育

方面更接近于天主教国家。而典型的新教国家所受教育越多，如文人
阶层、公职人员，或男性之于女性来说，自杀率都是更高的。相比而言，
虽然犹太教在教育普及方面最好，但自杀率却最低，这是因为犹太教
“将古老的宗教团体所尊奉的严格戒律的优点，与我们这个巨大社会的
密集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从而具有了现代人的全部智慧而没有现代
人的失望情绪”（杜尔凯姆，１９８８：１２４）。
这里，该书下文的层层分析就不再赘述了。总之，所有与婚姻、家

庭、生育、鳏寡直接有关的分布都说明，充分的家庭关系是自杀免疫的最
有效的因素。甚至最有趣的是，当家庭负担加重时，自杀现象反而会减
少。同样，有关不同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政治团体的分析，则说明社会的
剧变甚至战争，会激发集体情感、党派精神和国家忠诚，促进社会的整合
和团结。因此，对于自我主义的自杀类型来说，自杀与由个人组成的社
会群体（宗教、家庭和国家）的融合程度成反比关系。这充分说明，个体
一旦追求极端自由和平等，越过社会存在的保护，自我也无法得到保全。
自我主义者只有自己，“觉得世上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因而他们

才会感到不幸”；而“狂热的利他主义者正好相反，他们之所以痛苦，是
因为他们认为个体完全不真实”。两者对于生活的厌倦，原因是不同
的，前者太在乎自己，却又没有自己的目标，觉得自己没用，因而觉得失
落；后者虽说有目标，“但目标不是今生今世的，因而生命对他来说成了
累赘”（杜尔凯姆，１９８８：１８２）。涂尔干说的这两种自杀，有人认为是与
《社会分工论》说的两种团结形态是对应的。此说大谬！稍后我们会看
到，两种自杀都不过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两种极端状况，往往是一体两面
的表现而已。太过自我的极致，往往会倒向没有自我的结果。
现代社会给予个体生命的极端处境，其社会性的表达即是自杀率的

急速攀升。这是一门关于激情的社会心理学和物理学，无论是对纯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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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剧烈刺激，还是抽象社会形成的强烈压抑，都表明霍布斯的问题依
然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社会的急剧变迁，更使得人的激情无限扩展，
规范无从加以平衡。“在这最需要限制激情的时刻，限制却偏偏更少了。
脱缰野马般的激情就更加剧了这种失范的混乱状态”……现代人，在多
重激情的驱动下，很容易将几种自杀类型的内在机制混杂起来：

一旦意识到他的精神失去了依托，他便陷入忧郁；这种忧
郁又使他进一步逃入自我，这就更增加了他的不满和不适，从
而产生了抑郁和刺激、幻象和行动、欲望的转换和反思的悲哀
交替作用的混合型自杀。（杜尔凯姆，１９８８：２４７）
极端自我主义的这种激情的矛盾机制，当然不止是个人的事情，而

会产生极端的政治效果。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极端自我主
义和极端利他主义的结合，再加上社会剧变中的无措感，自然会演变成
大众心理的疾病。

１８９４年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这种心理的总爆发。正像马克思
所说的那样，犹太人问题表面上是犹太人的赋权和解放问题，实际上则
是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自我考验（马克思：１９５９）。当时，巴黎正
准备举行世界博览会，似乎要创造一个以世俗化为标记的世界主义的
未来，可是，一方面，普法战争的阴影却让人难以释怀，民族主义者像防
贼一样守护着自家的大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一心想着革命，认为
资产阶级的邪恶，恰恰暴露在德雷福斯案这场“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
中。共和主义者虽然希望坚守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的遗产，但脆弱
的现实政治却无法支撑这样的信念。
在涂尔干看来，这一事件所反映出来的犹太人问题，远远超出了单

纯的政治认同和民族整合问题，其根结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Ｌｕｋｅｓ，

１９８５：３３３）。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危机》一文中，他认为必须区分两种意义
上的反犹运动：一种是俄国和德国的基于传统偏见的民族歧视，根深蒂
固。但是在法国，反犹主义则表现为一种极具暴力性的大众激情，一种
反道德的极端情绪。这种反犹心理更现代、更弥散、更危险。拿法国的
犹太人来说，自大革命以来，早已更倾向于法国的政治认同，他们与法国
人的政治认同纽带要比与德国犹太人的民族认同纽带牢固得多，国家在
立法上也尽可能取消了对犹太人的民族歧视。所以根本上说，反犹运动
在俄国和德国，是一种国家的意志，在法国却成为了颠覆共和政府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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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一种弥漫在广大民众中的一种反社会激情的表现（涂尔干，１９７３）。
因此，德雷福斯案所呈现的法国式的反犹主义，其经历体现了西方

现代化的完整的逻辑过程：宗教问题首先转化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再
行转化为国家问题，国家问题最终演变成为大众化的社会道德问题，而
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表面上看，民族主义
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反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所谓去种族化的个人化潮
流中，坚持认为这种共和主义的政治就是反政治的，但正如《自杀论》所
揭示的两种自杀类型之相反相成的机制一样，民族主义不过是极端个人
主义陷入抽象普遍性的另一个面向，不过是注入极端个人主义体内的最
后一支强心剂，自卑与自负是相伴而生的（魏文一，２０１４：１－１４５）。
也正是因为此，这种法国特有的民族主义的出发点，也不单单是要

鼓吹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民族主义所寄托的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抽
象意志，本质而言是一种幻象般的世界主义的企图。从极端个人主义
发育出的激情和思维结构，就是自我主义的世俗化激情的无限满足，再
加上抽象理性思维的概念化的无限推演，两者的叠加和混溶即是民族
主义的所谓“道德表现”。因此，民族主义才是极端个人化的“集体强迫
症”（魏文一，２０１４：３４－３５），是现代世俗化的极端人格的“返祖现象”；
反犹主义的实质，乃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缩影，只是这种对抗非要以
集体的表征示人罢了。也因此，民族主义的政治发动，也往往带有病态
的特征，体现为大众舆论上的“谣言政治”。
由此，这里也就涉及到了现代性危机的第三个问题，即开篇所讲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问题。１９１５年，也就是战争进入
僵持阶段之时，涂尔干写下了两本著名的政论册子（涂尔干，２０１４：１４７－
２５４），其中，《谁想要战争？》通过对“一战”前外交文献的考辨，指出萨拉热
窝事件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德国是知道的，并一直
运筹着战争的展开。与此同时，俄国也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展现出征
服帝国的欲望。德国闪击法国，是为了迅速收拢欧洲内陆，以全力对抗
俄国。而就德国内部来说，人们本来以为社会民主党是阻止战争的强有
力的力量，可该党大多数人却一股脑儿地倒向征服一边，成为了战争的
帮凶。
在《德意志高于一切》中，涂尔干指出，昔日还养育在现代性的灿烂

文明中并怀着永久和平梦想的德国，瞬间调动起了好战的激情，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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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和民众的狂热彼此交融，“德意志高于一切”（üｂｅｒ　ａｌｌｅｓ）似乎成了
拯救这个堕落世界的旗帜。涂尔干全面评述了代表着战时德国民族精
神的特赖奇克的著作，认为“最能展现特赖奇克著作中的非个人特征并
得到绝对准确和坦率地阐释的所有原则，至今仍被德国外交和军事人
员付诸实践”（涂尔干，２０１４：１５１）。这一终极理论的核心，即是要为国
家赋予一种彻底的自足性：国家就是权力（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　ｉｓｔ　Ｍａｃｈｔ），是一切
政治经济政策的最终价值标准。
在特赖奇克看来，自然法学说通过自然权利达成契约的方式来确

立国家，是非历史的做法，我们从来都无法设想没有历史基础的孤立的
自然人形象，因此，所谓个人的自然权利，根本不可能成为国家得以成
立的本原，相反，只有国家，才是一切存在的生命起源。国家在任何层
面上都具有绝对的超越性：首先，由于国家本来就不来源于一种契约论
的规定，因此国际法所依据的国家间契约关系并不高于国家本身；其
次，由于国家将荣誉法则确立为最高精神，其本身就是道德的目的；最
后，国家超越于所有充斥在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利益和个人动机，始终可
以保持统一、秩序和协调，因而具有持久、高尚和远大的精神性，来克服
一切分散的、多变的和冲突的私人动机。
特赖奇克这种意欲复兴神圣帝国的帝国主义意志，似乎是为对抗

一切现代社会的弊端所做的努力；政治家这种顽强不屈的意志，衬托出
了一种义无反顾的努力：改变一切随机庸碌的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涂
尔干总结道：“国家的观念必须总是映在他的头脑里，以防止他因考虑
私人的道德和情感而软化，慈善行为和人道主义不是他的份内之事。
当然，不可避免地，在此情境下他的个性被看作是严厉的、苛刻的，甚至
或多或少有些令人憎恨。不过，对他而言，这些都无足轻重：他的任务
是人类所能肩负的最崇高的事业”（涂尔干，２０１４：１７８）。
的确，对付现代极端个人化和世俗化危机的办法，法国民族主义者

在德雷福斯案中的表现总有些畏首畏脚、小肚鸡肠，从而退回到个人主
义的老巢里去了，而德国军国主义者却大刀阔斧、斩尽杀绝，富国强兵
成了国家的惟一职责，用现代文明带来的一切科技和财富手段来对抗
现代文明养育出来的所有人。这种“理想的政治家”所贯彻的理想主义
原则，显得热情而高尚，“宽容大度”，迅速“占据了德国人的良知，赶走
一切与它相抵触的思想和情感，成为支配意志的僭主”，“德国创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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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她一直想塑造的神话，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使其复杂化和体系
化”。但根本而言，这是一种“意志的病态扩张”，一种“意志的狂热”，这
种极端超越的人格，无视“事物本性中固有的必然的依赖关系”，“脱离
了生命之境况”（涂尔干，２０１４：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８、１８９）。
在涂尔干看来，无论是法国民族主义还是德国军国主义，都不过是

现代危机的另一面，它们表面上所要克服的现代人的那种自我保全的
生活，却时刻渗透在它们自身的问题化过程中。极端的抽象政治，不过
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从人与人的战争，到国与国的战争，不过是这
种逻辑的逐步放大。说到底，这是一种人的病症，战争与自杀无异，都
不过是对抗生命和弃绝生命的方式。然而，机械呆板的行动也许会压
抑生命，并使之瘫软无力，但是生命终将再次扬帆起航，挣脱束缚其自
由的一切锁链（涂尔干，２０１４）。

三、历史

以往有关涂尔干的研究，常常被教科书化或教条化，甚至一些综合
理论家也未能幸免（如亚历山大）；更多的研究文献，都是抽取某个专门
的主题，作静态的、平面化的概念分析，或者隔断涂尔干不同文本之间
的联系，或者对于《年鉴》学派多重研究之间的联系重视不够。比如，方
法研究只侧重于方法，自杀研究只侧重于自杀这一现象层面的领域，宗
教研究只关注人类学材料的辨析……，因此，只有重回对现代性危机的
诊断，才能全面洞察涂尔干所面对的时代处境，衔接涂尔干所续接和搭
建的思想脉络，回到他的核心问题上：即自然法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如
何在现代文明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三种极端化的倾向：个人主义、民族主
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其战争形态为军国主义）。
绝对自由和抽象政治是现代性的双重危机所在。将个人与国家间

的各种纽带清除干净，并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化约为人与人、人与国家、
国家与国家间的世俗化的契约关系，才会不断推动各自的逻辑向着极
端化形态发展，并彼此背反地相互促发、搅合，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
个人无限地锁闭自我，丧失了任何道德连带，同时又无限地通过普遍化
的概念方法极度膨胀，来填补自己内在的空虚；另一方面，国家则瓦解
了个人间所有的有机联系，清除了所有社会连带的地盘，诉诸抽象的权
利假设来构筑悬浮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失去了具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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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政治生活中的敬畏感、归属感和依恋感，非要扯起自己的头发让自
己升空盘旋，在眩晕般的虚妄中去实现所谓政治世界的伟大使命。
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就是要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

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
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既不能靠单纯的观念构
想，也不能靠一套彻底实在化的路径，而需要在传统与现实、思维与实
在、神圣与凡俗之间不断架设桥梁，方能将全部生活构建成一种真实的
生命体。不过，由于现代危机的首要问题，是切断了所有具体生活的联
系，漠视一切现实的存在，因此最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拯救现象”，从一
切既存的现实中寻求规范的存在。１

１．甚至在具体讨论法国军队所存在的问题时，涂尔干都在强调这一点：“官僚集团与市民社
会之间的接触必须更加多样化。我们必须结束士兵无视周围发生的一切的神话。”（涂尔干，

２００３ａ）

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涂尔干所奠定的社会学，是一门以客观社会实
在为研究对象，并探寻其分布规律和因果关系的科学。不错，涂尔干是
一个实证主义者，是一位实证社会学家，可是我们更需要强调的是，这
里所说的实证及其所针对的社会现象，都具有明确的道德性，是以人与
人的道德关联作为基本前提的。涂尔干反对纯粹的观念化方法，不认
为道德的构成来源于一种个体意识的道德发展，但同时也不认为仅靠
“物化”的技术方法能够了解真正的社会存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主
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只是说不能“以观念来代替实在，甚
至把它们作为我们思考、推理的材料”（涂尔干，１９９５：３５），但“社会事
实”不能简单等同于“事实”或“物”，物理学的“物”无正常或反常之分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而社会学的“社会”则有这样的区分。因为社会
能够成为“物”而存在，必须有规范存在（ｎｏｒｍ）为前提。
社会有规范是健康的，无规范则是病态的。而此前我们只是从观

念中去寻找这种规范，但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个人和国家的极度抽象
化，陷入到唯意志论和唯观念论的麻烦中，置实际的健康生活于不顾。
社会生活有其自身的法则（ｌａｗ），潜藏在特有的社会分布（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中，要靠新的科学方法来把握。探究社会的法则不能仅来
源于个人的感受和观念：打个比方说，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总觉得犯罪不
好，但对于社会来说，适度的犯罪率，或者说合乎规范分布（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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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现象，却是正常的，有着特定的功能。而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常
常出现犯罪率或自杀率徒然上升的情况，就是反常的了，因为这样的情
况对于整个社会实体来说是致命的，是反规范性的失范状态（ａ－ｎｏｒｍ）
（涂尔干．１９９５：８７－８９）。

２．学术界对此概念的翻译多有不同，如民情、民德、风俗、风尚等，本书采用民情的译法。

很显然，社会存在的本质在规范之中，但规范又有着社会物理学的
分布形态，需要用社会学的实证方法来捕捉。涂尔干把这样的学问叫做
“道德统计学”（亦为民情统计学），这里面，若无道德的规定，统计学便无
法研究社会。社会秩序和法则来自于道德性（即规范性），《自杀论》的研
究就是一个典范：正因为自杀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而存在，所以自杀研究
的本质便不是行为科学，而是由社会规范确定的人们的道德连带关系。
从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统计学在思想上的重要来源，即是
伏尔泰和卢梭以及孟德斯鸠最为强调的ｍｏｅｕｒｓ（ｍｏｒｅｓ）２，只是三位思想
前辈所诉诸的解释基础各有所不同而已。前两者强调的是民情的历史
和自然基础，而孟德斯鸠则将其作为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作为所有政
治制度得以孕育的本原性的条件（涂尔干，２００３ａ）。用涂尔干的话说，现
代社会密度越来越大，容量越来越高，流动性越来越强，社会构成和运行
有着独有的法则，已经无法还原为一种单一的自然性或意志性的力量来
规定了，因此社会性的平均分布也成了规范的来源；社会本身的自我恢
复机制，成了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参见涂尔干，２０００）。
不过，道德统计学所把握的社会，依然是身体性的，还无法呈现规范

存在的灵魂。或者说，通过分布研究把握的社会法则，还只是一种客观
对象存在的属性，还无法解释构成社会的人的主体性或精神性意涵。虽
说这里的人不是自我规定的产物，但依然是一种主动性的内在存在，具
有道德个体的形式。尽管道德统计学构成了社会物理学和形态学研究
的重要部分，但规范构成的研究，还不能仅停留于奎特莱（Ｑｕéｔｅｌｅｔ）所说
的平均人的概念上，还需进入到更深层的机制中去。涂尔干１９０４年和

１９１２年的授课内容，题为“民情和权利的物理学”（后编为《社会学教程》
出版，英译本标题为《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目的就是要深入挖掘规范
构成的精神内核，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
关联（参见渠敬东，２０１４）。这里，有关民情与权利的物理学，即是要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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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框架之中，超越统计学对于现象总体的描
述层面，克服道德统计学方法的非时间性的局限。
其实，早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的有关解释社会事实的部分

中，涂尔干就明确指出：
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不是存在于目前的事件之中，而全

部存在于过去。它们本身就是这一发展阶段的组成部分，只
不过属于更为久远的阶段。社会生活中的目前事件并非来自
于社会的当前状态，而是来自于以往，来自于过去的历史事
件。社会学的解释完全在于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涂尔
干，１９９５：１３１）
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涂尔干更为明确地指出：
事实上，现在始终不会逃出我们的视线。它是我们始终

趋向的目标，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它会逐步地凸现出来。说
到底，只有在过去当中，才能找到组成现在的各个部分，有鉴
于此，历史倘若不是对现在的分析，又能是什么呢？（涂尔干，

２００３ｃ：１７）
“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有几种可能的未来”（涂尔干，２００３ｃ：１０）。一个社

会的现实存在，不过是过去的多种可能性所实现的一种，或者也许可以说，
现实中依然蕴藏着历史的多种可能性。道德统计学所探究的社会实在的
构造及其因果解释，只是一种共变的相关性，无法把握规范的由来以及道
德化效应的根本原因。本质而言，社会的构成是一种历史性的关联，是历
史的多重因素及其耦合机制所产生的结果，规范存在的最基本的因果关
联，只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且，历史本身也是一种时间性的选择过程，那些
始终在社会运行中起着持续性关键作用的社会范畴，也只能通过历史的演
变摸索得到。《社会分工论》有关惩罚和群体生活的考察，早就表现出构建
历史解释的努力，但还局限于分析性的理论模型的比较研究。《社会学教
程》则全面建立了规范性社会范畴的历史演进过程，从而对于“什么是社
会？”这一理论核心问题，给出了更为明确的解答。

１．法团　涂尔干借助古朗治等人的古典学研究，突破了有关希腊
和罗马的“家庭－城邦”范式，将法团的职业生活理解为古典文明构成的
第三 要 素。根 据 普 罗 塔 克 和 普 林 尼 记 载，法 团 体 系 （ｒéｇｉｍ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ｖｅ）可以径直追溯到罗马城邦的早期时代，以百人团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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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社团（ｃｏｌｌｅｇｉａ）发展到西塞罗时期，已经逐渐演变为公共生活的正
式机构。罗马法团具有宗教社团的特征，有各自特有的神灵膜拜和祭
祀仪式，也有公共基金和公共墓地，突破了家族制度的范围而结成职业
群体组织。进入中世纪以后，法团成为更广泛的工商业人口的聚集地，
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并作为第三等级、平民阶层或资产阶级的起源，成
为近代公民（ｃｉｖｅｓ）以及公民权（ｊｕｓ　ｃｉｖｉｌｉｓ）和居民权（ｊｕｓ　ｆｏｒｉ）的源发
地。因而，中世纪法团制度的确立，事实上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密切
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自由城市的形成，促进了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去贵
族化”趋势，以及选举政治的产生。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捕捉到实体性的社会及其规范的起

源和发展脉络，它始终存在于西方文明自身所构造的传统中，经过几个
关键性历史环节的转化，最终成为现代早期的民情与权利的物理学基
础。我们由此可以知道，社会作为一种规范体，是以职业性的群体组织
为前提的，规范的构成并非是一种外力强加的结果，也不是相似个体的
简单集合，而必须要有神圣信仰、礼仪制度以及公共生活作为保证。社
会不是一种单纯的正态分布，而必须凝结成为公共性的神圣与世俗相
交织的生活系统，才能够获得其规范根据。而且，这种规范根据始终在
历史的演变中，没有工商业的扩展，没有自由市镇的兴起，没有公共政
治的出现，便不会有现代社会的雏形，不会有道德意义上的有机团结。

２．国家　既然人具有群体存在的属性，那么家庭、法团和国家便都
是这种存在的形式。家庭是婚姻生活的规定性，法团（而非市民社会）
是职业生活的规定性，国家是公民生活的规定性。因此，法团是社会存
在的次级群体形态，而国家则是自成一类的最高群体，承载着一个历史
民族的所有政治认同。涂尔干严厉地批评了卢梭契约论意义上的公意
国家的构建原则，他认为卢梭有关权利的保有和让渡的说法，虽然理论
上为公民全体设定了一种人民主权体制，但实际上却“带有狭隘的个人
主义倾向：个人是社会的主导原则，而社会仅仅是个人的总和”（涂尔
干．２００１ａ：１０４）。
虽然近代法团的发展和第三等级的兴起是所有政体都不可避免地

带有民主制的特点，但若仅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国家要么会
变成极端个人主义的温床，要么会变成仅仅由公共舆论引导的暴政机
构。倘若如此，公民便可能对国家产生任何意义上的道德情感，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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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会变得非常脆弱，同时又增加了任意性。因此，“我们的定义绝对不
能以实行统治的人数为标准，甚至更重要的是，不能以他们的职务为标
准”（涂尔干，２００１ａ：９３）。国家作为公民首要的集体意识，必须保证：政府
意识的范围足够大；政府意识与众多的个人意识之间有密切的沟通。
涂尔干（２００１ａ：５４）强调，国家是政治社会的最高机构，“作为自成一

类的意识核心，尽管是有限的，却更清晰、更高级，其本身应更具有生命
意义”。因此，国家首先在情感的意义上是能够使公民凝聚起来的神圣
存在，她既有着所有人共同生存的历史渊源，也在现实中体现为所有人
的道德归宿，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显然是能够把个人与某一国家维
系起来的全部观念和感受”（涂尔干，２００１ａ：７８）。但同样重要的是，由于
今天的国家已经无法像古典时代那样仅仅通过人格崇拜或宗教膜拜来

确立自身的神圣基础，而必须通过内在的道德活动来维护，因而国家必
须要承担全体人的思想活动，要为整个社会提供复杂而清晰的思考。
国家是社会的思维器官，有责任消除各种群体所形成的病态效果，

通过审议来表现公民整体的判断力和决断力，防止个人或群体间的损
害侵越，为他们赋予真正的自由空间。“国家的作用并不是表达和概括
人民大众未经考虑过的思想，而是在这种想法上添加一种更深思熟虑
的思想……成为全新的精神生活的起点。”（涂尔干，２００１ａ：９７）在这个
意义上，代议制政府的形成就显得尤为重要，涂尔干大胆提出了有关未
来国家建设的想法，即通过法团代表制在公民与国家之间设立自然的、
持久的群体，设立地方性次级委员会和法团委员会这两种中介，以妥善
保护地方习俗、传统道德，并指导职业生活。

３．财产　财产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性的自然权利的重要构成，因而
也是社会规范的重要范畴。一般来说，从洛克、康德到穆勒为代表的功
利主义，均认为财产的首要法权性质是占有的排他性原则。涂尔干严
厉批判了这种思想，他在考察了财产的各种历史形态后指出：“我们不
能用一种先验的公理去设定既定的实践”。历史上，“个人的劳动本身
根本不可能成为财产的首要原因”，相反，“私人占有的权利，是最初的
集体占有”（涂尔干，２００１ａ：１３０、１６８）。从财产的来源看，交换、遗赠或
继承，均为获得财产的重要形式。这说明，财产得到界定的真正原因是
社会关系性的，嵌入在社会既定的群体关系之中；最先占有者只能是集
体，而非自然状态学说所假设的个体。如果进一步追察历史，我们还会

·５１·

追寻神圣社会



发现，近代法权学说中的所有权也决不能等同于转让权。因为家族的
世袭财产或集体的共有财产都是不可转让的，“只要通过遗赠的继承权
没有产生，家族首领转让其财产的权利就会受到限制”。这意味着，财
产中总有着一种特别的禁忌（ｔａｂｏｏ），如同神圣的界线，不可触碰。
更何况，有些物从来不能成为财产权的对象。罗马人称作ｒｅｓ　ｓａｃｒａｅ

或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ｅ的圣物就不能被占有，所谓公共物（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或无主物
（ｒｅｓ　ｎｕｌｌｉｕｓ）也不属于任何人。涂尔干还发现，财产有时候具有传染性，
“一旦某物像圣物那样被占有了，就会把所有与之有关的物引向自身，并
占有它们。”所谓财产的增益权的规范效应，正来源于此。这些神圣存在
物，似乎有常人没有的灵力，不通过劳动的对象化和人际关系的传递，就
可实现占有和增益。这说明，是不可转让性才是财产的本质。只有不可
转让的财产，才是最完整、最明确、没有限制的：“在这里，物与占有物的
主体之间的约束关系最牢固，排斥社会其他部分的做法也得到了最严格
的强化。”（涂尔干，２００１ａ：１５４、１５６）财产若没有一种神圣的基础，就不能
称之为财产，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恰恰是要把象征群体存在的圣物
隔离起来，而隔离的边界才具有界定财产的重要意义。比如，古代人在
圣地或圣庙的边界从事的祭祀活动，就是赋税的最初形式，因为人们从
众神那里获得的收益，必须通过向众神偿还债务而抵消。简言之，“占有
的神圣性，意味着私有财产不过是集体的租让”。
通过上述考察，涂尔干意图证明，由财产权体现的个人权利，并不

是财产的真实来源，相反，财产的本质是原初社会群体的神圣存在。财
产的最初占有，决不是个人的优先占有，个人只能通过各种仪式性的活
动获得集体占有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权利。对于财产的历史考察揭示出
了这样的真相：“信仰者为自身赋予了众神的权利；个体也为自身赋予
了集体的权利”（涂尔干，２００１ａ：１７４）。只有当历史发展到了这一刻，即
用来界定财产的土地扩展成为动产，集体所有权的神圣性转化为家长
的人格，才会出现今天所谓的个人所有权。从根本上说，财产的属性只
来源于社会，这种社会必须高于个人并为个人所膜拜。

４．契约　基于同样的道理，涂尔干不仅要瓦解财产的个人权利学
说，也要进一步瓦解有关契约作为个人之间的合意协定的学说。契约
论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缔造者，其理论上的基石是以自然权利和
自由意志设定的“普遍的人”的观念，社会生活中的生意和交往关系，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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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政治生活中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确立均围绕着这一设定而展开。虽说
契约关系是一种约束关系，但是涂尔干认为，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由意识
自愿达成的结果。

涂尔干援引人类学的材料指出，早期社会中群体所依赖的纽带是
人们所属的自然群体的纽带。“食物制造血液，血液创造生命”，人们吃
同样的食物，意味着共享生命的同样资源，分享共同的神灵。无论是歃
血为盟，还是基督教圣餐中的酒和面包，都通过分享圣物来约束自己，

或只有通过血液的融合来获取群体的成员资格（参见渠敬东，２０１４）。

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中的要物契约（ｃｏｎｔｒａｔ　ｒéｅｌ），主体是世袭财产，因交
易物是对方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故接受物的一方必须予以尊重，如成为
了后者的世袭财产，就必须交出它的等价物。因此，这是两个集体之间
达成的交换，而且是对应性的约束关系。３后来，人们虽说不再支付物
来恢复既有的秩序，也往往通过神圣的标记或誓言等象征性的言辞或
仪式，来表现神圣力量的约束。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财产占有的最初
形态，神灵作为契约的中介和保护者的形象来呈现。

３．后来，莫斯提出这种交换甚至并不等价，礼物交换中稍迟的一方，往往会交换更多价值的
物来达致平衡（参见莫斯，２００５）。

涂尔干认为，即便是现代社会出现的合意契约，看似是意志宣称的
结果，但实质却依然需要一种他者的势力来保证约束关系的持续性，依
靠一种超个体意志的存在作为最终的根据。即使古老的神灵退了场，

依然需要一种经由完整的社会分配来确立的公平尺度来保护。这是基
于人性的内在神圣性而形成的仁爱的义务，从广泛的同情法则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出发，对那些付出大于所得、服务没有得到补偿的人
提供社会情感的支持，以此来克服“一切从遗传获得的天赋和心力”所
造成的差别（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０：２９４－２９５）。因此，契约关系的本质不是
个体合意性的，而是社会的；社会的存在是所有契约得以存在的最大公
约数，是所有契约的凭据和依托。

可以说，从以上四个基本规范性的范畴出发，涂尔干对于社会的性
质做出了历史论证。相比于道德统计学来说，历史分析更具有文明研
究的特点，更加深入规范构成的灵魂世界，及其本体论的基础之中。总
而言之，作为实证论的物理学，是对于社会存在的基本性征的说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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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所追溯的社会存在的起源，则充分进入到伦理学的面向，从而
为宗教分析的哲学思考打开的窗口。

四、宗教

在《社会学教程》有关财产权的分析中，涂尔干就曾指出：
借助宗教，我们可以追踪社会的结构，社会所达到的统一

阶段，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凝聚程度，以及社会所占据的区域范
围，在社会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宇宙力的性质，诸如此类，
等等。宗教是社会认识自身及其历史的原始途径。宗教存在
于社会秩序中，就像感觉存在于个体中一样。（涂尔干，

２００１ａ：１６６）
涂尔干的宗教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揭示宗教现象的秘密，而

是要探索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得以构成的始源及其形式，探索“存在”
本身的第一因。这种努力与亚里士多德的工作非常近似，他于１９１２年
发表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包含着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构
建的思想体系的继承和批判，将康德认识论转换中的知识图式问题，推
进到宗教对于社会本体论的证明。因此，这里所说的宗教，不能划归为
晚近出现的宗教学或人类学的议题，而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以往的宗教研究都只关注宗教的内容和主题，有人说宗教是不可

知物（ｎｅｓｃｉｏ　ｑｕｉｄ），是原始人以为的奇迹，有人说宗教是一套图腾体
系，还有人说宗教是神的观念，后来近代学者又不断给出上帝存在的证
明……诸如此类的说法，都忽视了“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里，宗教生活
的内容变化多端”。我们必须把这些纷繁多样的宗教形态作为宗教事
实本身加以研究，找到它们共有的因素和机制，才能逐步接近宗教的本
性。这一方法的入手点，就是系统地考察“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原始和最
简单的宗教”，“历史分析是可能适用于此的唯一的解释方法”；晚近民
族志的大量材料，有助于还原某些原始宗教的基本形式，发现规范构成
的基质，所以“正是民族学才经常会导致社会学各个分支中最富有成效
的革命”（涂尔干，１９９９：１、４、８）。
涂尔干发现，所有宗教现象，都有信仰和仪式这两个基本的范畴。

信仰 区 分 出 了 神 圣 生 活 和 凡 俗 生 活，由 各 种 各 样 的 表 象
（ｒé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构成，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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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对象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需要严格执行。简言之：“宗教
是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组成的
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被称之为‘教
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涂尔干，１９９９：５４）。宗教不是个体的集合，而
是基于看起来“由神所创造的、被神所赋予的”、实际上凝结着一种自成
一类的本原力量的目标和价值。

宗教提供给我们的这些事物的表象不是个人理性的产

物，而是集体心灵（ｌ’ｅｓｐｒｉ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ｆ）的必然结果，这种集体心
灵看待现实的方式自然不同于我们，因为它的本性具有一种
不同的秩序。社会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存在模式，所以也具有
其特有的思想模式。它有自己的激情、习惯和需求，这些都不
是个体的，却给社会所包含的一切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作为
单纯的个体，我们不熟悉这些不属于我们、也没有表现我们的
概念，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涂尔干，２００３ｄ：８４－８５）
就此来说，对于宗教现象的理解，需要扩展我们的视野。因为人类

的心灵是从不加分别的状态中发展而来的，神话、巫术、宗教乃至今天的
大众文化意识，也往往将各种意象和观念的诸多表象混同起来（涂尔干、
莫斯，２０００）。宗教是无所不在的，它内在区分出来的各种神圣的要素，我
们并非能够完全意识到，却时刻转换成为社会性的规范，主宰着我们，为
我们赋予生命。在对于人性的考察中，涂尔干也表明，人的内在生命也
有着双重的重心，一方面是以感觉、激情所表达的身体经验，另一方面，
则是那些语言、意识、信仰的成分，让我们能够表达出我们自身以外的东
西。人的这种两重性（ｈｏｍｏ　ｄｕｐｌｅｘ），以及随之形成的两类意识状态，在
起源、性质和目标上都不相同，但也因为此，社会才能转移到我们身上，
使我们与超出我们之外的事物发生关联，我们才能与他人进行交流共存
（涂尔干，２００３ｆ）。宗教是很实在的、很本质的，不是纯粹想像和虚幻的。
正是宗教，才为每个人注入了不单纯依靠感觉和意志，而是通过语言符
号和各种灵魂或精神性的动力，向整个世界扩展的能力。
与关于社会的历史解释相比，关于社会的宗教证明要更为根本。

或者说，对于社会存在的历史辨析，需要进一步落实在宗教研究的哲学
证明上。社会之所以存在，不仅具有统计学和形态学的特征，不仅有着
事实明确的历史起源，而且具有本体论的存在证据。这是从现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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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出发，进而追溯社会存在的巨大链条所做的思想努力，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懂得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学的伟大之处。
大体说来，涂尔干的宗教研究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

１．本体论证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基本材料，是民族学家整
理的澳洲土著多种多样的信仰和社会形式。其中，有种叫储灵珈
（ｃｈｕｒｉｎｇａ）的圣物，是木制或石制的，有孔，绑着头发或负鼠毛制成的绳
子，旋转时发出嗡嗡声。这种圣物贯穿在土著人的所有仪式活动中，放
在特殊的地方，有着无所不能的功效：既能给人治病，也能保持图腾物种
的繁衍，赐予人们力量和勇气；若涂了油脂，还可将神力传染给人们。圣
物是不能遗失的，否则就要举行两个月的哀悼仪式。祂是“集体的珍宝，
氏族的方舟”，俗人不能接触，常常被排斥神圣仪式之外。涂尔干发现，
原始人的社会中充满着一种灵力，并配以严格的仪轨来执行，被称为曼
纳（ｍａｎａ），这种带有灵魂性质的东西，很类似于希腊人所说的“努斯”，在
普通的事物中不断创造出神圣事物来（涂尔干，１９９９：５７２）。
曼纳作为氏族成员共同分享的本原（ｐｒｉｎｃｉｐｅ），是一种“力”，特别

是在宗教仪式活动中，在集体欢腾的时刻，这种力无所不在，仿佛每个
个体都被这样的神圣之力支配着，与惯常的世俗生活全然不同。此时
此刻，每个个体产生的不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同所有人一起，结合成
为一种新的样子。宗教生活有别于往常，仪式活动中所带来的近乎于
谵狂的亢奋状态，如此强烈，以至于所有人都产生了“不再是自己”的印
象。涂尔干生动细致地描摹了这种景象：“他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
存在，而他佩戴的装饰和遮脸的面具从物质上也形成了这种内在的转
化……一切都仿佛是他们果真被送入另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与他们
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异常强烈的力量的环境……
一个世界中，他过着孤单乏味的生活；而他要突入的另一个世界，就只
有和那种使他兴奋得发狂的异常力量发生关系。前者是凡俗的世界，
后者是神圣事物的世界。”（涂尔干，１９９９：５８８－５８９）也正因此，这个异
常世界所表现出的种种迹象，符号、名称和标记也都是神圣的；神圣世
界中，所有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秩序，与凡俗世界不同，物种的序列、类的
序列以及等级的序列，都依照那种宗教“力”的作用而得到安排。
这说明，宗教生活创造了超越于所有世俗生活及其日常秩序之外

的“存在”，这种存在只在神圣的时刻存在，祛除了所有人的个体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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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各处，按照自成一类的方式建立秩序，构成了新的宇宙。作为群体
灵魂的精神本原，宗教成为了社会形成的第一因，它的本质即是“社会
本体”。

２．实在论证明。上文说明，宗教的起源既不是一种恐惧的激情，
也不是物或观念，而是神圣的社会生活本身。在这种生活中，任何人都
不是以单独的方式存在的，相反，集体欢腾恰恰证明所有人都分有着一
种共同的存在。只有每个个体都含有某种散布在神圣物种中的匿名的
力，人本身才能是这个物种的成员（涂尔干，１９９９：３３４）。甚至新生儿的
灵魂，或被作为群体灵魂的流溢，或被作为群体灵魂的转生。在这个意
义上，所有参与到宗教生活中的人，都是现实中的人，他们由此产生的
心理、激情和观念，都在一种神圣存在的支配和传播下得以生成。
涂尔干指出，个体与社会的这种附属关系只有在行动中，即在集体

生活之际，才能被表象出来。一旦个体回归日常，社会情感便会淡化，
个体也将重返个体。这意味着，集体欢腾的时刻，也是个体“制造”社会
的时刻。圣俗之分，以及圣俗之间的转换，构成了宗教生活的边界。在
具体的仪式活动中，如何沟通圣俗两界，穿梭于宗教生活的边界，就成
了实在论必须处理的问题。如同《社会学教程》中所讲的那样，墓地可
以作为家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界石可以作为土地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的标志，麦草也可以标明契约的神圣性。
若要跨越圣俗之间的边界，就需要某些人有特别的身份和角色，行为

模式也需要加以特别的规定。因此，圣俗两界的隔离与沟通，必须通过祭
祀和供奉系统来完成，通过祭司和巫师等来组织、操作和实施。涂尔干说：
“宗教表达出来的理想，不是人天生的模糊力量，倒是集体生活的学校，个
体在这里学会了理想化；社会赋予了人们构想另一个世界的手段。”（涂尔
干，１９９９：５５７）宗教是总体，它可以把实在的世界重新组合起来，并在人的
经验过程中为他注入新的生命，将他提升为非个体的存在。

３．知识论证明。对于社会存在的实在性，涂尔干讲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一种我们只能吃力而混乱地加以表象

的抽象实体，看作是我们感觉到的强烈感情的来源。只有把它
们和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其实在性的具体事物联系起

来，我们才能够向自己对它们做出解释。（涂尔干，１９９９：２９０）
这段话同时也表明，宗教生活中的仪式活动，需要把与之关联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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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事物表象化，将心智的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作为集体意识活动的具体
方式。就此而言，仪式活动本身不只是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而且必须
是能够连结神圣与凡俗、集体与个体的媒介桥梁。社会的存在不能停
留在抽象的层次上，必须借助符号来加以表象化，同时也必须通过人们
的心智活动来实现。换句话说，一方面，社会自身是不能直接呈现的，
而要通过仪式中的象征媒介来表现；另一方面，个人的认知能力也不能
直接把握宗教活动中的社会本质，而要通过同质性的群体意识，即通过
仪式独有的语言符号来认识。
所以，宗教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认识活动，只不过这种认识不像康德

说的那样是通过先验图式展开的，而是通过集体性的仪式活动来获得
的。只有信仰和仪式，才是建构知识图式的根本途径。仅就这一点来
说，宗教认识与科学认识并无多少差别：“宗教总是试图用理智的语言
来转述实在，它本质上与科学所采用的方式并无不同之处；两者都试图
将事物联系起来，建立它们的内部关系，将它们分类，使它们系统化。
我们甚至已经看到科学逻辑的基本观念是起源于宗教的”（涂尔干，

１９９９：５６４）。不过，宗教与科学也有差别，科学大多落实为笛卡尔所谓
的理性方法，而宗教则多借助于直觉性的表象思维。
正因为宗教认识没有除魅，反而始终强化集体意识活动中的情感

和直观的影响，所以宗教意义上的理性过程，不属于个人，不能被纯粹
理性所把握。宗教思维中的概念即是集体表象，是一种社会性的心智
活动；它的客观性不来自于对象的客观性，而来自于全体的社会实在本
身（涂尔干、莫斯，２０００）。也因此，宗教所奠定的认识论基础，始终以社
会群体的分布和形态为根据；社会性的配置和分类，即是最高的知识图
式。就像后来的人类学或神话学所揭示的那样，原始人的思维往往依
据社会分化的时空关系以及不同群体间的连带关系来进行，往往通过
类比和分类、对置和倒置、比喻和转喻等方式来确定基本的范畴。范畴
所表达的也正是心灵达成共识的基本条件，这是由社会精心构筑的体
系，是精神生活的永恒模式（涂尔干．，１９９９：５７６－５７７）。在宗教的信仰
和思维中，最初的逻辑体系不是什么今人所讲的矛盾律或同一律之类
的东西，只是社会的翻版而已。

４．伦理学证明。宗教生活中思维图式或逻辑关系的基础，是社会
关系，因而具有情感性的本原，具有社会规范得以内化的道德性；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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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的过程，也是对神圣社会与凡俗个体相互关联的认知习得的过程。
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完全是由集体意识来决定的，仪式典礼本身就是
制度思考的路径，所反映的是自成一类的社会安排。特别是，分类思维
构建了“神名”的分殊体系，依照各种名称来确定不同事物和各种人的
类属。其中，亲属关系尤为显得重要。这足以说明，社会作为一种强制
性的道德力量，可形成道德权威的观念，实施规范作用。同时，圣俗之
分，亦会产生有关所有事物的判然两分的价值判断，如纯与不纯、洁与
不洁、吉与不吉这样的情感态度（涂尔干、莫斯，２０００：９２）。
涂尔干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一书，系统地考察了外婚制的起源

及规范意义，指出因为宗教的存在，必须基于一种严格区分和隔离的制
度，因而在所有宗教中，都必然会找到禁忌（ｔａｂｏｏ）。仪式禁忌的目的，
“在于阻止和某个事物或某个范畴的事物之间的任何接触，以避免某种
巫术传染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因为在这类事物中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
本原”（涂尔干，２００３ｅ：３７）。外婚制就是这样一种禁忌，即防范同一氏
族男女之间的性亲近。两性要相互避讳，如同神圣与凡俗之间必须隔
离一样。若如不然，神圣的存在都将以其威势，降下灭顶之灾，惩罚的
概念也随之出现。涂尔干援引了大量材料，用来说明外婚制的形成与
乱伦禁忌间的关系，在此不详述了。我们藉此可以认识到，一切道德规
范的形成及其调动起来的最激烈的情绪，都莫过于对圣俗关系的涉及，
因此，乱伦才是不道德中的最严重的一种，因为这种现象触及到了亲属
关系最为敏感的部分。外婚制的出现表明，乱伦禁忌恰恰是家庭起源
的要害所在，而性关系禁忌与亲属关系基本结构的确立，恰恰印证了社
会就是道德起源的命题（巴塔耶，２００３）。
以上，我们通过涂尔干宗教研究的四个面向可以看出，“宗教作为

社会总体”的论证，向以往有关神圣信仰、道德规范、理性认识等核心问
题发起了挑战。宗教问题，是涂尔干有关社会存在之证明的最基本的
落脚点，只有由此出发，规范和秩序问题才得到了最终的解决。

五、教育

从古今差别的形态学考察入手，到借助道德统计学对于社会事实
的实证分析，再到社会起源的历史追踪，最后到宗教作为社会本体的呈
现，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虽经历了多重的视角转换，却始终着眼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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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范的基础所在。可是，社会终究是由每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人在社
会之中，为社会所塑造，才会有多种多样的经济、政治和道德活动，多种
多样的人的面貌。因此，对于社会这一最高存在的哲学证明，也必须像
柏拉图或近代的笛卡尔那样，让它重返具体的人的世界，完成思想的第
二次旅程。
在波尔多大学，涂尔干最初是一位教育学教授，后来他进入索邦为

社会学正名，教育问题仍是他的思考至始至终的着眼点。难怪哈布瓦
赫说：“社会学并未允许大事声张地进入索邦，而是转经教育理论这扇
小门悄悄进去的”（哈布瓦赫，２００３：１）。涂尔干从教育出发，经历了完
整的追寻神圣社会的思考过程，再回到教育本身。这恰恰说明，“社会”
所蕴涵的所有有关“物”的本性、起源的历史以及灵魂的本体，都必须融
汇在每个具体的人的身心之中；社会所激发的那种超越个体的情感、激
情和道德，都必须在每个具体的人那里绽放。只有这样，规范的神圣意
涵才能为人所体悟、理解和领会，才能激发真正的人的社会行为。
进入现代世界以来，人性的普遍性预设似乎是自明的：“对康德、也

就是对穆勒、赫尔巴特和斯宾塞来说，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在每个人身上
实现普遍的人类特征，把他们带入他们可能达到的至善至美的境界”
（涂尔干，２００１ｂ）。但这种形而上学在对于普遍人性的思考中所看到
的，并不是具体时空中真实的人，只是“从有限的样本中没有条理地抽
取出来的随意产物”。福孔奈（２００１：２７６）曾经指出：“这种哲学的抽象
性在很大程度上使１８世纪的政治思考显得毫无说服力：过分的个人主
义倾向，过分地脱离历史，即经常为脱离于特定社会环境的虚构的人制
定法则”。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具体地回到社会，而并非用普遍的自我
假设或一般人类命题将人们拔离社会。与此同时，回到社会也不意味
着回到那种单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为他们注入一种超越于
个人自由的更高的灵魂。
因此，对于教育的考察，也必须回到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上来：如

何通过具体的教育组织和制度，通过何种教育办法，将何种神圣存在的
价值输入到人们的身心之中，知识的传递如何实现道德的凝聚，进而传
承文明的内在精神。教育的核心议题就是，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时期，究
竟要塑造什么样的人。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目的就是要追
察这一历史过程。此书副题为“法国中等教育史”，所标定的主题也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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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对应着人的一生中身心成长的最重要的自然阶段，即一个人从身体
到精神发育的最重要的时期。涂尔干说：“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
里，中等教育都是我们学术的核心”，“整个教育舞台都是中等教育在
唱主角”（涂尔干，２００３ｃ：２１）。而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变革，使教育危
机在中等教育上表现得最为严重。社会的危机突出表现在教育的危机
上，当下的教育割裂了文明传统与当下生活的关联：

所谓古典传统具有永恒价值的古老信念，现在已经确确
实实动摇了。甚至连那些发乎性情地以最自然的态度看待过
去的人，也强烈地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已经发生的变化……尽
管如此，面对这种状况，还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信念可以取代正
在逝去的信念。而教育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推动这种新信念
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新生活的滋长，因为一种教育的信念，正
相当于使从事教学的身体充满活力的那个灵魂。（涂尔干，

２００３ｃ：１０）
《教育思想的演进》溯源了现代教育演进的六个重要阶段：早期教

会教育、加洛林文化复兴、经院哲学与大学体制、文艺复兴、耶稣会以及
大革命等诸历史时期。涂尔干从三个层面勾勒了教育史的发展历程。
首先，是文明演化和转折的文化学和制度史分析，梳理了每个历史阶段
的政教关系及其结构化的不同形态。其次，是不同阶段起承转合中的
精神史关联，以及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过程。最后，则从文明史的角
度，指出教育在对于文明传统的接续和创造过程，亦是对于古典文献的
激活过程，不同时代界定、选择和阐释文明价值的方式不同，其学术重
心和教育目标也自然有所不同（渠敬东，２０１５：２３－５０）。由此，涂尔干
将以往历史研究和宗教研究的思想母题融入了教育史的考察内，特别
将信仰、仪式、组织制度以及古典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呈现出一幅社
会塑造人心的现代教育的宏大图景。
在形态学的分析中，涂尔干指出，早期基督教伴随着在“蛮族”中的

传播及征服欧洲的过程中，带着粗粝的民风，从底层穷苦人的质朴天性
出发构造了天国的想像，将地上的沉沦世界转化为一种超越性的天城。
随此创建的隐修制，通过讲道和劝教的方式使信众聚集起来，成为了最
早的教育组织，成为了教会传递信仰、由知识培育信仰的教育雏形。此
后，藉由加洛林文化复兴的铺垫，欧洲初步形成了一种基于拉丁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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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督教信仰的“世界主义体系”，形成了以宫廷学校为核心的整体学
校系统，形成了以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为核心课程的常规知识结构。到了经院
哲学时期，大学法团得以创立，围绕学术研究和整全知识而组织的大
学、仪式、课程、学位、学院等完整的教育体系最终确立起来，这一体系
一直延续至今天，且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世纪晚期，随着工商阶层
和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宗教改革的推进，各种形式的人文主义蓬勃兴
起，古典文明传统经历了再一轮的复兴。虽然后来的耶稣会运动带来
了教育重返信仰的回潮，但大革命却带着民族自身的文化诉求以及对
现实世界的强烈偏好，缔造了以中央学校为原型、以科学教育为准绳的
现代主义体系，至此，教育也随着社会政治的激变而完成了革命般的
转型。
在上述不同时期的历史转化中，人类的精神本身及其得到养育的

古典文明资源也不断地发生转换，不断被拣选和利用，人们理解和把握
神圣存在、确定圣俗分界的方式亦因此而不同。譬如，罗马后期蛮族入
侵，日耳曼人最终皈依了基督教，就要通过仪式教规以及承载它们的神
圣语言来获得救赎的道路。他们若要履行仪轨，恪守信条，就必须采用
非日常化的神圣语言，因而拉丁语便承担了这样的作用。在古典文明
资源的选择上，修士们便会把罗马拉丁文学视作神恩感召的工具来认
真对待，教育也就有了最核心的内容。
到了查理大帝的时代，帝国的征服伴着信仰的征服同时进行，企图

构建一个圣俗统一的基础；因讲学之风大兴，拉丁语便从修道院的私密
空间中走出来，语词和文法，及其内在的“规则与美”，成为了理解圣经
之全部奥义的基础；从语言规则中寻找拉丁文圣经中的上帝意图，便是
学问和教育的根本。相比而言，经院哲学盛行的大学时期，文理学院作
为学术与教育的核心支柱，辩证法成为了最高的学问，因此对于经典文
本的读写和讲授，及其内在逻辑的考辨与论证，具有着最突出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出发，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辨谬篇》、《工具论》等文献，
就自然成为了所有古典文献的标本，成为思维训练的典范。到了文艺
复兴时期，因号召个性至上，成为通晓百事、熟谙所有知识门类的全能
选手，古典知识的所有质料，便会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那些知识含量
最高的文本，比如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维吉尔的《农事诗》，以及
普林尼、盖伦、奥比安等的自然史作品，则会成为激活传统的文献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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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的演进》煌煌巨制，诸如此类的细节考证比比皆是，使人
钦佩。不过，涂尔干的真正用意则在于说明：任何一种神圣存在，以及
对神圣存在的感受和认识，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完成。但单纯的信仰不
能构成教育本身，教育是在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架设的桥梁和通
路，需要通过理性认识和现实政治的构造来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通过确
立各种圣俗之间的仪式、身份和知识体系，需要通过具体的组织、体制
和机制，即作为法团的大学和学院来实施教育的完整过程。
不仅如此，在神圣存在内化成每个人的道德意识这一过程中，其本

身是无法通过自在或自明的形式来呈现的。神圣存在必须化为具有价
值意涵的知识形态进行表象，而不能依靠既存的实在对象。或者说，教
育若以塑造真正的人为目标，它所依赖的知识系统，决不能来源于世俗
化的认识对象。相反，这种教育必须要充分尊重构成文明起源本身的
知识流脉，必须时刻返回古典时代的经典文献，并且不断激活它，才能
为被教育者注入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神圣性。这便是人文教育，或者以
文理学院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具有最高地位的根据所在。
当然，上述方式，会因为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取径。只是到了现

代世界，特别是大革命以来，人文教育模式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在现代
对于人性的设定中，信仰的起点被感觉的起点所替代，传统的连续被现
实的关注所替代，文本读解的方法被科学观察和实验所替代。教育的
革命远比别的革命来得更加深刻。“自１８世纪下半叶开始，中等教育
经历了以此异常严重的危机”（涂尔干，２００１ｂ：３６９）。
现代世界给人的无限病，既来源于人的感觉和激情的无限释放，也

来源于人的理性和观念的无限膨胀。由此造成的结果也相当背反：一
方面，人越来越追求极端自由而无法停歇，一方面，世俗政治则越来越
显露出专制的面目，而始终为人们所追随。以往的教育通过设置圣俗
之间的界线，并通过文明传统化成的知识体系来实现两者的沟通，取得
了一种道德平衡。而今天，若取消掉这种关联点，教育即成了促发上述
危机的工具。

人们只要想象在他眼前有一种无限的、自由的和开放的
空间，那么他必然再也看不到这种道德壁垒了……当道德纪
律丧失了它对人类意志的优先地位时，无限性这个观念就会
出现。它是这样的时期中所发生的摩擦的征象：历经几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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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体系受到了动摇，不再能够对人类生活的新状况作出反
应，同时又没有任何新的体系被构建出来，以取代这个业已消
亡的体系。（涂尔干，２００１ｃ：４５）
在涂尔干看来，教育所能产生的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在一个人的心

中，极端自由和极端暴政是一体化的：“一个摆脱所有外部约束的人，一
个比历史告诉我们的专制君主还要专制的暴君，一个任何外部力量都
不能产生约束或影响作用的暴君”（涂尔干，２００１ｃ：４５－４６），才是这个
社会真正的致乱之源。由此，在思想领域，涂尔干始终在两线作战：一
是批判功利主义所谓的“使个人成为一种为自己和同伴谋求幸福的工
具”这样的教育目的，二是批判康德的那种基于先验论的理性主义方
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到教育的基本原理来讨论，像卢梭那样从
教育的理论前提入手，来破解上述难题。
儿童教育是检讨道德问题的最佳切入点，卢梭曾从自然原理出发，

认为儿童未进入青春期之前，是无道德性的。涂尔干则认为，卢梭所说
的道德，只是从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着眼来界定的道德，并没有意识到
社会存在的优先性。一个孩子在成长的每一时刻，都面临着规范的经
验内化问题。“规范不只是一个习惯行为的简单问题，而是一种行为方
式”（涂尔干，２００１ｃ：３０），任何一个孩子，一开始便有可能潜在地具有一
种社会倾向。
因此，习俗对于儿童教育来说是重要的，“是某种内化于人之中的

力”，这是常规化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让孩子感受到一种超
出常规意识的权威意识，即某种外力的强制作用产生的约束关系。这种
纪律精神，就是道德秉性中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因为纪律具有社会效
用，有助于孩子意识到一种高于自身意志的存在，否则会使他很容易陷
入到一种任意的、无限的意志自由中，过早地带来个人至上的倾向。
由此倾向，教育继而可以将孩子引向对自我之外的外部事物的依

恋。这不是一种纯粹的自我循环的意向活动，而是始终指向更大范围
和等级的群体。孩子与周围的事物合为一体，可以使他体会到除自身
之外的各种存在，如家庭、学校、班级，甚至更大范围的民族、国家等，会
给他的身心带来更大的快乐，这种快乐单靠他自己是无法获得的。由
此，他会知道，他的生活有着不同于自己的支撑点，他从各种群体中得
到的感受，以及他与这些群体发生关联的行为方式，都无法仅仅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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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来实现。因此，这种一体化的过程，是需要以利他主义的倾向为基础
的，他需要不断调适与各类群体以及其中的人和物打交道的方式，通过
对它们不同程度的情感依恋，来成就自我。
涂尔干强调，这种教育的办法，并不是要取消孩子的自主性的选择

和抉择能力，相反，任何个人的塑造，都必须以非个人的存在属性为前
提。人越是有获得这种社会存在的能力，才越能够成为自己。在这个意
义上，孩子的自主性，完全来源于如何使人性的双重性发生具体关联的
能力。如果他有能力在最具体的情境中，发现他所在群体的本性，发现
他与这种本性最相一致的感觉和激情，并找到表现和实现的途径，才说
明他真正具有了自主性。这“不是我们从自然中预先建构的自主性，也
不是我们在与生俱来的构造中发现的自主性。相反，正因为我们获得了
事物的更完备的知识，我们自己才塑造了这种自主性”（涂尔干，２００１ｃ：

１１７）。人的自主程度，就是人格的形成程度，而人格的形成，是靠他与他
所存在的不同等级的群体相融合来实现的。以上，就是涂尔干所概括的
道德教育的三个主要要素。只有一个孩子将对纪律的服从、对群体的依
恋以及自主能力结合起来，才会真正成为一种道德个人。
表面上，涂尔干有关教育史和教育原理的分析关联不大，儿童教育

采用的基本手段与中等教育各有不同。但细绎之会发现，道德教育三要
素的提出，其实质精神乃是与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中的“三科”———即文法、修辞
与辩证法———是基本一致的。人文教育的原则虽与现代感觉论的起点
不同，但其内核，也是要将三种非个人化的要素注入到人的身心中。
文法同纪律一样，是要将语言内在规则的强制性约束关系内化到

人的习惯过程中，通过语言的规范使用来实现服从纪律的要求。修辞
的训练，意味着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和群体对象而采用确当的表达方
式，一个人因为归属不同，所借助的语词、文句和例证也要有所讲究。
在这个意义上，对不同等级群体的依恋关系，决定着语言的运用要得体
和妥帖。它超出了语言本身的规范要求，而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纳入
其中。比如说，一个人对于家人和对于公民同伴所使用的情感和表达
是不同的，原因就在于他与这两种群体的依恋关系很不同。辩证法的
教育，则是要培养发现整个世界得以构成的逻辑关系的能力，通过思维
来把握概念运动的内在机制，这是思想自主性的最高体现。
可以说，尽管标准的现代教育多以科学思维来主导，打开了有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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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物的世界的认识空间，但科学精神的实质并非是人的物化，把人交付
给对象化的世界，而是基于构成人性的神圣存在的部分，为人赋予的道
德内涵。如果现代教育遗弃了这个基础，单纯变成人与客观世界或世
俗世界的关系，无论科学将这种认识推动到何种水平和高度，被教育的
人都会滑落到一种极端个人化的状态，仅从自身与这个世界的知识关
联甚至是利益关联来塑造自己。
涂尔干的教育史考察，始终是与他对现实危机的关切紧紧联系在

一起的。自中世纪发展而来的中等教育的要义，就是要将人的心智与
神圣信仰融合起来，从基督教的“神职”、“帝国”和“学术”（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ｉｕｍ，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ｓｔｕｄｉｕｍ）”（涂尔干，２００３ｃ：１１８－１１９）这三个面向出发来理
解人和塑造人。同样，现代世界中的人也需要这三个方面的确认和培
育，只是如何寻找神圣存在、世俗存在及其心智纽带，是解救现代危机
的要害。
涂尔干毕其一生，都在上下求索，认真履行着道德赋予他的义务。

六、纪念

１９世纪末，欧洲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世纪末的悲情”（Ｆｉｎ－ｄｅ－Ｓｉèｃｌｅ
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之中。Ｐａｕｌ　Ｂｏｕｒｇｅｔ说过：“现代人是一只无聊的动物”。
孤单忧伤的情绪，萦绕在诗人和学者的心间，波德莱尔、本雅明以及许
多人，都沉入在一种极度敏感（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的境遇中，依恋不舍。
涂尔干则借用夏托布里昂的说法称其为“无限病”：每个人都孤独无助，
却要撑满自己对整个世界的幻象。
无限的梦魇弥漫在欧洲，才真正幻化成了战争的阴霾……涂尔干

带着他的弟子们，如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Ｈｅｎｒｉ　Ｈｕｂｅｒｔ、Ｃéｌｅｓｔｉｎ　Ｂｏｕｇｌé、Ｐａｕｌ
Ｌａｐｉｅ、Ｇａｓｔｏ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ｒａｎｏｉｓ　Ｓｉｍｉａｎｄ、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Ｒｏｂｅｒｔ
Ｈｅｒｔｚ、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ａｖｙ、Ｌｏｕｉｓ　Ｇｅｒｎｅｔ、Ｐａｕｌ　Ｆａｕｃｏｎｎｅｔ……要“走出埃及”，
从世纪末的悲情中起步，去探索一条人类救赎的真正道路。
涂尔干的一位朋友Ｆｒèｄèｒｉｃ　Ｒａｕｈ曾经这样评价他：“这个人就是一

部作品”。没错！涂尔干所走的这条救赎道路，不止是靠他的著作来完
成的，更是用他的感情、心血和行动来实现的。讲台是他一生的阵地，
《社会学年鉴》由他一手创办起来，那些追随他的学生，无一不为学术事
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甚至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类文明祭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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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是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社会形态及构造的古今转换出发，
从“心”和“物”的两方面来探求人性的根源和本质。他是伟大的历史学
家，逐层剥开社会存在的秘密，让人们发现自身生活的所有要素，都来
源于神圣的社会。他的宗教研究，最终揭示了文明的神圣本体蕴涵在
所有人的生活之中。进而，真正的教育才会为人们赋予一种超越性的
本原和精神，把我们引向一条健康的路。
我们纪念涂尔干，并不是因为涂尔干以及那些后来深受其影响的

思想者们已经找到了最终的出路，而是因为他们正在路上。他们的初
衷和志业，才是文明前后相续的生命所在。涂尔干给予这个世界的，就
是世界本身。他给予同样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人们的，就是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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